調查報告

1、 案　　由：據訴，臺灣臺北地方法院（97年度矚訴字第4號）等歷審法院審理渠被訴貪污案件，未詳查事證，率予有罪判決，涉有判決不當等情乙案。
2、 調查意見：

陳訴人王隆昌、江哲銘被訴涉犯貪污治罪條例乙案，對於最高法院101年度臺上字第6510號判決駁回王隆昌、江哲銘之上訴，而維持臺灣高等法院99年度矚上訴字第1號判決認涉有違失，爰向本院陳訴，請求本院主持正義。本院為調查事實，經向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調閱相關偵審卷宗，經該署以102年1月8日北檢治檔字第01379號函檢送該署98年度檔偵字第13326號郭銓慶等貪污治罪條例案卷共2捆45宗到院、歷審判決書類，並約詢南港展覽館新建工程案內聘評選委員蕭賢仁、內政部營建署主管承辦人員邱裕哲。經本院詳加審閱相關卷證，調查竣事，茲將調查意見，臚列如次：
1、 本件陳訴人王隆昌、江哲銘並未擔任政府公職，且未經過公務員銓敘、任命程序，應聘參與南港展覽館標案之評選工作，係經內政部遴選為「外聘委員」，是否符合刑法上「公務員」之要件，非無疑義，此項法律見解具有原則上之重要性且對法之續造有重要意義，因非予救濟，不足以保障人權，應就此部分請法務部轉請最高法院檢察署檢察總長研酌是否提起非常上訴。
(1) 按非常上訴之提起，以發見案件之審判係違背法令者為限，徵諸刑事訴訟法第434條（現行刑事訴訟法第441條）之規定，至為明顯，所謂審判違背法令，係指其審判程序或其判決之援用法令，與當時應適用之法令有所違背者而言，最高法院25年度非字第139號判例，著有明文。按判決不適用法則或適用不當者，為違背法令，刑事訴訟法第378條亦有明定。是
非常上訴，乃對於審判違背法令之確定判決所設之非常救濟程序，以統一法令之適用為主要目的。所謂與統一適用法令有關，係指涉及法律見解具有原則上之重要性者而言。詳言之，即所涉及之法律問題意義重大而有加以闡釋之必要，或對法之續造有重要意義者，始克相當（最高法院 97 年度第 4 次刑事庭會議參照），合先敘明。
(2) 臺灣高等法院99年度矚上訴字第1號判決認定本案陳訴人等屬刑法第10條第2項第1款後段之公務員，其理由略謂：「查被告…江哲銘…王隆昌…擔任南港展覽館案評選委員會之評選委員，係依政府採購法第94條、採購評選委員會審議規則、採購評選委員會組織準則等相關法令規定，於系爭工程採購案之評選、審標部分授予公權力之行使，從事屬於公共事務之評選、審標，且具有法定職務權限（包含(1)訂定或審定招標文件之評選項目、評審標準及評定方式；(2)辦理廠商評選；(3)協助機關解釋與評審標準、評選過程或評選結果有關之事項），當屬修正後刑法第10條第2項第1款後段之授權公務員」等語，其見解並為最高法院101年度臺上字第6510號判決所維持，而判決確定。揆其理由無非係以：主辦採購之機關以序位法評定最有利標時，評選委員會之決定即有拘束主辦機關之效力，且因廠商得依據政府採購法規定與機關間就招標、審標與決標之爭議提出異議及申訴，申訴、審議判斷視為訴願決定。陳情人為評選委員會之一員，自屬刑法上公務員。惟查：
1、 最高法院102年臺上字第1448號判決謂：「刑法第10條第2項第1款後段所謂『公共事務』，固不問其為國家或地方之事務，惟以涉及有關公權力行使之事項為限。此類人員，雖未服務於公務機關，原非一般觀念之公務員（身分公務員），惟既依法令負有一定公共事務之處理權限，自應以涉及有關公權力行使之事項為限，始能令其負有特別服從之義務。所謂涉及有關公權力行使之事項，凡公務員代表國家行使權力之行為，而與國家之權力作用有關者，均屬之。公立學校及公營事業既非依法行使公權力之中央或地方機關，其從事該學校行政工作之人員及教師等以及公營事業之員工，自不屬於刑法第10條第2項第1款前段之『身分公務員』類型。惟從事該學校行政工作之人員、教師等以及公營事業之員工，得否視其為第1款後段之『授權公務員』？則宜視其是否依法令負有一定公共事務之處理權限而定。公立學校及公營事業之員工，如依『政府採購法』之規定承辦、監辦採購之行為，其採購內容，縱僅涉及私權或私經濟行為之事項，惟因公權力介入甚深，仍宜解為有關公權力之公共事務。其所謂『公共事務』，係指『公權力事務』，其具體及形式化之表徵，就是行政程序法第92條所規定之『行政處分』。換言之，其所為之意思表示足以成為訴願及行政訴訟審判之標的者，即為『從事於公共事務』…亦即就公法上具體事件所為之決定或其他公權力措施而對外直接發生法律效果之單方行政行為，始屬行政處分，而許其依行政訴訟法規定救濟。是刑法第10條第2項第1款後段所稱之『公共事務』，乃指與國家公權力作用有關而具有國家公權力性質之事項為限，即所授權者須為該機關權力範圍內的事務，受授權人因而享有公務上的職權及權力主體的身分，於其受授權範圍內行使公權力主體的權力，若僅受公務機關私經濟行為的民事上委任或其他民事契約所發生私法上的權益關係，所授權者並非法定職務權限範圍內之公務，受授權人並未因而享有公權力，不能認為是『授權公務員』。」揆諸上開見解，刑法第10條第2項所稱之「公共事務」，係指「公權力事務」，其具體及形式化之表徵，就是行政程序法第92條所規定之「行政處分」。換言之，其所為之意思表示足以成為訴願及行政訴訟審判之標的者，即為「從事於公共事務」，是縱人民與國家機關有輔佐與合作關係，或國家將部分事務交由人民協助辦理，如非授權該人民可對外為行政處分，人民即非屬「從事於公共事務」，所授權者並非法定職務權限範圍內之公務，受授權人並未因而享有公權力，不能認為是「授權公務員」。
2、 按公立學校聘任之教師不屬於公務員服務法第24條所稱之公務員。惟兼任學校行政職務之教師，就其兼任之行政職務，則有公務員服務法之適用，司法院釋字第308號解釋有明文。依據大學法第1條，大學有服務社會，促進國家發展之宗旨，大學校院聘任之教師參與服務社會工作，事所恆常，不能因而轉變為具公務員身分。
3、 另參酌101年度臺上字第5303、2186號判決，就刑法第 10條第2項第1款後段所稱之公務員，亦限於公立學校、公營事業之承辦、監辦採購等人員。
4、 再按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訂定之機關異質採購最有利標作業須知第4點：「機關辦理最有利標，應確定擬決標標的價格合理，無浪費公帑情形後，方得決定最有利標。」第6點：「採購評選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會）辦理廠商評選，應就各評選項目、受評廠商資料及工作小組初審意見，逐項討論後為之。評選結果應簽報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核定。」及第8點：「機關對於本委員會違反本法之決議，不得接受；發現評選作業有足以影響採購公正之違法或不當行為者，應依本法第48條第1項第2款規定不予開標決標。其涉及違法失職行為者，應依相關規定懲處。」參諸上開作業須知，可知機關於辦理採購時縱使有「評選委員會」之設置，亦須機關實質審查評選委員會之決定，並由機關予以開標與決標之處分，方決定最有利標。
5、 復查政府採購法第56條第1項後段：「評選結果無法依機關首長或評選委員會過半數之決定，評定最有利標時，得採行協商措施，再作綜合評選，評定最有利標。評定應附理由。綜合評選不得逾三次。」及第2項：「依前項辦理結果，仍無法評定最有利標時，應予廢標。」依上開規定可知，即使經評選委員評定為最優廠商，亦有可能因機關與廠商後續議約不成，而再做綜合辦理評選。而以優勝廠商標價過低、政策因素或因故等各種理由，撤銷決標結果，重新辦理招標。故評選委員以「專家參與」方式協助機關為評選後，機關仍有權力決定是否依照評選委員意見，做成後續行政處分。
(3) 本件陳訴人等並未擔任政府公職，且未經過公務員銓敘、任命程序，應聘參與南港展覽館標案之評選工作，係經內政部遴選為「外聘委員」，係政府機關藉重渠等專業能力，委請其協助機關進行評選工作並評定序位，最後再由機關自行對投標廠商決標。於評選、議約至決標程序中，評選委員會並未對外以自己名義為處分，亦無獨立對外做成相關之准駁之決定，縱使廠商有所不服，亦無從依政府採購法對評選委員會之評選結果為異議及申訴，僅得對機關做成之決標處分為行政救濟。準此，本案原確定判決所採之法律見解即與前揭最高法院102年度臺上字第1448號判決意旨，難謂無齟齬之處，而此涉及之法律見解具有原則上之重要性，其所涉及之法律問題意義重大而有加以闡釋之必要，且對法之續造有重要意義，因非予救濟，不足以保障人權，爰認有統一法令適用之必要，應就此部分請法務部轉請最高法院檢察署檢察總長研酌是否提起非常上訴。
2、 內政部營建署辦理南港展覽館新建工程爆發貪瀆弊案，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97年度偵字第17946、20878、20879、21119、22892、23335號起訴書提起公訴，然起訴之犯罪事實仍有諸多疑點未予詳究，允有再為釐清查明之必要，應就此部分請法務部轉請最高法院檢察署檢察總長參處。
(1) 參諸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97年度偵字第17946、20878、20879、21119、22892、23335號起訴書，本案起訴余政憲、郭銓慶、王隆昌、江哲銘、鄭聰榮、郭永傑、陳博雅、周家鵬、王振英等9人，其中王隆昌、江哲銘、鄭聰榮、郭永傑、陳博雅、周家鵬、王振英等7人，均為學校教授，並非公務員，而公務員部分之內部評選委員林中森(時任內政部常務次長)、柯鄉黨(時任內政部營建署署長)、陳鴻益(時任內政部主任秘書)、陳光雄(時任內政部營建署副署長)、廖宗盛(時任經濟部技監)、朱為正(時任經濟部國際貿易局副局長)、趙永全(時任外貿協會秘書長)及蕭賢仁(時任臺電公司課長)等人，亦否同涉收受賄賂或其它不正利益，則無深究。惟本案採購評選委員內部兼任8人、外聘專家學者9人，力拓公司為期獲取標案，就外聘評選委員7人行賄，縱此7人皆受其賄賂並允予評定優勝廠商，仍未逾評選委員半數，以評審17人計，原則需掌握過半數之9人，然查，本工程各評選委員之評分項目表中記載：「本表之廠商序位名次將轉換分數填列於複審評分排序統計結果表」，依序位總數統計結果A廠商38，名次第2；B廠商39，名次第3；C廠商25，名次第1，有「南港展覽館新建工程統包案評選委員資料」在卷可按（見臺北地檢署95年度他字第8352號偵查卷1第259頁），以排序統計之方式，若9人排第1，剩餘8人若均排第3，總分33；若另一組8人排第1而9人排第2，則得26分，仍無法得標，故需掌握12位評審才能確保。為確保標案獲取及前期賄金投入效用，衡諸常情，理應積極擴大行賄對象，且內政部營建署辦理本案評選委員圈核作業，越級簽報至內政部部長，與往例之作法迥異。又內政部部長為本案違法圖利之樞紐人物，違法瀆職行為事證明確，極可能利用職權和職務影響，指示相關人員協助配合，均為本案採購評選過程可議之處，且內聘委員中內政部次長林中森、主任秘書陳鴻益、內政部營建署署長柯鄉黨、副署長陳光雄等4人均一致予力拓公司評選最高分，排序第一。更啟人疑竇者，「經濟部南港展覽館新建工程」係經濟部國際貿易局於92年7月1日委託內政部營建署代辦興建，經濟部自係居於本新建工程案之業主地位，而經濟部暨所屬機關所指派之內聘委員廖宗盛、朱為正、趙永全及蕭賢仁等人，均一致予力拓公司評選最低分，排序第三，顯見自業主之使用機關評選之角度，力拓公司所提之投標提案，最不受業主青睞，而其他內政部、營建署內聘委員、全體外聘委員，竟均將力拓公司評選為第一名，有95年10月26日「經濟部南港展覽館新建工程遴選廠商評分表勘驗紀錄」暨「經濟部南港展覽館新建工程遴選廠商複審評分項目表」在卷可稽（見臺北地檢署95年度他字第8352號偵查卷1第125至129頁），益顯本案上至內政部部長，以下包括採購工作小組及內部評選委員是否同涉不法利益之犯罪聯絡及交換，實值深究。
(2) 又據起訴書所載：內政部營建署建築工程組正工程司兼建二隊分隊長邱裕哲於92年9月18日由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評選委員會專家學者建議名單資料庫」，擬具簽文送請前內政部長余政憲圈選，同年月19日，送至余政憲辦公室，余政憲即請營建署長柯鄉黨前來討論並完成圈選程序後，指示知情之友人洪重信擔任與蔡銘哲聯絡之窗口，於92年9月21日洪重信以電話與蔡銘哲聯繫前往臺北市兄弟飯店與余政憲見面，俟蔡銘哲依約赴會後，即將蔡銘哲帶往前開客房內等候余政憲，未久余政憲進入該客房內，並將記載已圈選確定、尚未公告之南港展覽館案正、備取外聘專家學者評選委員名單之文書提供蔡銘哲抄錄。蔡銘哲當場親手將名單抄錄於紙上完畢後，余政憲即將所提示之名單文書影本收起離去，並由洪重信辦理退房及支付房款手續。蔡銘哲離開兄弟飯店後，旋即電告郭銓慶相約在臺北市中山區之伊通公園會面，並於深夜在該公園內，將抄錄自余政憲之南港展覽館案已圈選確定之前述評選委員名單提示予郭銓慶，由郭銓慶當場抄錄完畢後，蔡銘哲即將其抄錄之名單棄置於路旁垃圾桶等節。惟訊據邱裕哲表示稱，「我記得是24日拿到公文。有可能是我看見部長批陳副署長是委員之一，但是陳副署長沒有看見這個公文，所以我再將公文送給陳副署長讓他知道部長批示他是委員之一。柯鄉黨署長原本不知道，但要簽開會通知時他就會知道。另外部長還有批陳主秘也是委員，他當時也沒見到公文，所以我在26日再將公文拿給陳主秘蓋章，以便證明他已經看過該公文。…92年9月25日開始，我用電話聯絡這些專家學者，然後問他們傳真機號碼，再把同意書傳真給他們，如果同意就寫同意書回傳，如果不同意就直接寫不願意並回傳。」等語（見臺北地檢署97年度偵字第17946卷宗第一宗，第37頁），足見郭銓慶花9千餘萬賄款，費盡心思所取得之名單，尚未是確定之名單，仍有可能因委員不同意而變動，如據以行賄專家學者遭拒或遭舉發，豈非甘冒東窗事發之風險？另據92年9月18日簽文之擬辦記載：「為達公開、公正原則，本案招標文件公告招標時，一併公告評選委員名單」，而本院詢據邱裕哲表示，本工程採購招標於92年11月7日上網公告時，已一併公告評選委員名單。是以，郭銓慶於92年9月21日晚間取得評選委員名單，距內政部營建署上網公告名單之日，僅約一個半月，何以此項尚未確定又將於一個半月後公告之外聘評選委員名單之訊息竟值9千餘萬之賄賂價值？顯非無疑。又圈定之名單是否有集中於部分學校？捨教授資格而就特定之副教授？是否另有對力拓公司友善之評選委員名單提供內政部長圈選？抑或有其他利益交換之聯繫？另查，依起訴書所載，郭銓慶於取得該標案後，於93年12月1日以人頭帳戶將美金273萬5500元（依當時匯率折合新臺幣9180萬9398元）之賄款匯入蔡銘哲在香港之人頭帳戶，再由蔡銘哲分次匯往吳淑珍所使用吳景茂在新加坡之帳戶存放。然查，93年3月20日為總統大選投票日，陳前總統是否能當選連任尚屬未定，選後之93年3月31日起政治獻金法施行，總統夫人吳淑珍有無可能於約1年後始收受賄款？原起訴書未予詳論，猶有不足，相關人員是否有偽證情事？是否另涉不法？實有再為釐清究明之必要。
(3) 按被害人之陳述如無瑕疵，且就其他方面調查又與事實相符，固得採為科刑之基礎，倘其陳述尚有瑕疵，則在未究明前，遽採為論罪科刑之根據，即難認為適法。申言之，被害人所為不利於被告之陳述，除須無重大瑕疵外，尚須有補強證據足以證明其陳述確與事實相符者，始得採為被告犯罪之證據。倘其陳述尚有重大瑕疵而未予釐清，復無其他補強證據足以證明其所述確與事實相符者，自不得遽採為論罪科刑之依據（最高法院101年度臺非字第84號判決參照）。又於偵查或審判中自白，得獲減輕或免除其刑，甚或得由檢察官為職權不起訴或緩起訴處分，不免作出損人利己之陳述，其證言本質上亦存在較大之虛偽危險性，故為擔保陳述內容之真實性，應認須有補強證據，足使一般人對其陳述無合理之懷疑存在，而得確信其為真實。至於指證者前後供述是否堅決一致，無矛盾或瑕疵，其與被指證者間有無重大恩怨糾葛等情，因與犯行無涉，均尚不足作為補強證據，亦有最高法院101年度臺上字第6199號判決可資參照。本案為賄賂之貪瀆案件，有關陳訴人王隆昌之部分，全案所憑之證據皆以黃維安之證言為核心，雖可參以證人郭銓慶、蔡尚清、陳萬之證言，力拓公司之會計傳票、王隆昌配偶及子女之出境紀錄等，然究屬間接，尚不達於使一般人不致懷疑之地步。而犯罪事實所認定之受賄行為，遍查全卷本案並無黃維安對王隆昌任何金錢交付、賄款流向之證據，亦無黃維安與王隆昌間之任何通聯與接觸之證據或通聯之紀錄，並無充足之補強證據，足使一般人對黃維安之陳述無合理之懷疑存在，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仍有再予究明之必要，俾免冤抑。
(4) 陳訴人江哲銘則以原確定判決所認：「被告江哲銘如於92年11月5日13時15分用餐結束後隨即搭機返回高雄市政府開會，以最有利被告江哲銘之方法計算，所需耗費之交通時間約為1小時36分17秒（6分17秒＋60分鐘＋30分鐘），則被告江哲銘於當日下午3時許到達高雄市政府參加座談會（13時15分＋1時36分17秒＝14時51分17秒），並非全無可能」等語，然遍查本案相關卷證並無任何證據足資證明被告江哲銘所搭乘之班機時刻為「13時21分56秒」，法院未為任何調查，即逕認當日有一「13時21分56秒」之飛機供陳訴人江哲銘搭乘，顯然違反證據法則、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乙節。經查：

1、 本院函調92年11月5日下午1時以後之由松山機場飛往小港機場之航班資料，業據交通部民用航空局102年3月19日空運管密字第1020060273號函復如次：

	航空公司
	航班號
	機號
	松山離站時間
	高雄到站時間

	
	
	
	表定時刻
	實際時刻
	表定時刻
	實際時刻

	華信航空
	267
	B-12291
	13:00
	12:57
	13:50
	13:50

	立榮航空
	815
	B-17911
	13:05
	12:57
	13:55
	13:55

	遠東航空
	121
	B-28023
	13:45
	13:36
	14:35
	14:35

	立榮航空
	817
	B-17917
	14:10
	14:06
	15:00
	15:00

	遠東航空
	123
	B-27001
	14:25
	14:22
	15:15
	15:15

	華信航空
	271
	B-12292
	14:50
	14:41
	15:40
	15:40


2、 復據交通部民用航空局102年5月8日空運管密字第1020060481號函復本院略以：「經函詢華信、立榮及遠東航空公司表示，已訂位乘客須於班機表定起飛時間前30分鐘完成報到劃位手續，如旅客未於前述時間內完成報到手續，航空公司得取消其訂位，並開放予現場候補旅客。」是以，依據上揭航班資料，假設確如原確定判決所認，江哲銘於92年11月5日中午確有至八王子餐廳用餐，於用餐結束發票列印時間為13時15分39秒後，離開餐廳前往松山機場，則可能搭乘之航班僅為遠東航空班次121班機。江哲銘赴高雄主持之會議如確為既定行程，當不致冒機位遭取消而無法搭乘班機之風險，依常情下，航空公司要求旅客於30分鐘前完成劃位，江哲銘應於13時15分以前到達機場劃位，否則，有可能其原先之訂位遭航空公司取消，開放候補售票，故江哲銘是否確於92年11月5日中午與蔡尚清於八王子餐廳用餐，仍非無疑。為免造成冤抑，宜查明江哲銘是日搭乘班機之核銷單據、登機證等更為確實之證據資料，以求毋枉毋縱。
3、 陳訴人陳訴之其他理由，尚難認承辦本案之法官或檢察官有違法失職之情事。
(1) 按證據之取捨，屬於事實審法院之職權，故事實審依客觀標準認某項證據無審酌之必要而不予審酌者，倘不違反經驗法則，尚難指為違法，有最高法院46年度臺上字第529號判例可資參照。又關於刑之量定及緩刑之宣告，係實體法上賦予法院得為自由裁量之事項，倘其未有逾越法律所規定之範圍，或濫用其權限，即不得任意指摘為違法，亦有最高法院75年度臺上字第7033號判例可依，合先敘明。
(2) 陳訴人王隆昌指原確定判決中黃維安之證詞有諸多瑕疵，說詞前後矛盾、黃維安為力麒公司「人愛力麒」建案主任技師不可能不知丹堤咖啡館、偵查中即已查扣黃維安之PDA及手機偵查機關及原審均未函調該PDA及手機證物之通聯紀錄等節；陳訴人江哲銘指原確定判決中證人蔡尚清之陳述，有本身前後矛盾、翻異不定等節，均屬事實認定之範疇。然查，非常上訴旨在糾正法律上之錯誤，藉以統一法令之適用，不涉及事實認定問題，故非常上訴應以原確定判決之事實為基礎，僅就原判決所認定之犯罪事實，審核適用法令有無違誤，如依原判決所確認之事實及卷內證據資料觀之，其適用法令並無違誤，即難指為違法。至事實之認定，乃屬事實審法院之職權，非屬非常上訴審酌之對象，倘非常上訴理由係對卷宗內同一證據資料之判斷持與原判決不同之評價，而憑持己見認為原判決認定事實不當或與證據法則有違，即係對於事實審法院證據取捨裁量權行使之當否所為之任意指摘，自與非常上訴審以統一法令適用之本旨不合（最高法院87年度臺非字第63號判決參照）。本案原確定判決已依證據認定事實，且其主文形成之理由備載綦詳，並無理由矛盾或理由不備之情形，其所依據之法律及敘明理由，並表示其法律見解，核屬法官依據法律獨立行使職權之核心權限。本案陳訴人既未指明承辦之法官有何具體違法失職之情事，僅空泛指摘違背經驗法則與論理法則云云，衡諸本院職權行使之範圍，尚難僅憑陳訴人於訴訟中業已主張，並經法院論斷之事項或其他證據取捨及事實上之爭執，而認承辦本案之法官或檢察官有違法失職之情事。
調查委員：周陽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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